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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诉讼中停止侵害请求权
行使限制的司法适用*

孙 山

摘 要: 以往的研究对专利诉讼中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限制问题少有关注，这种研究思

路容易导致错误的理论方向，矫枉过正与保护不力同样属于误区。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受限

有其立法层面和司法层面的原因。目前我国仅在司法解释中规定了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限

制，具体内容仍有待明确和补充。司法适用中应当对属于弹性的概念“国家利益”“公共利益”
进行严格限定，要以利益指向的内容本身而非被诉侵权主体的性质作为判定标准。对于基于

双方利益的考量限制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的情形，同样应严格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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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 》( 以下简称《专利

案件解释( 二) 》) 第 24—26 条中确立了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限制的初步规则，但第 26 条中“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与“相应的合理费用”的弹性表述，含义仍需澄清。第 24 条与第 25 条一起，共同构成

了基于双方利益考量限制行使停止侵害请求权的制度框架，而其具体内容有待司法实践的补充。我

国有着大量的知识产权诉讼案件，立法却往往远远落后于司法实践，司法实践在事实上引领知识产权

法治的前进方向，请求权的行使限制问题也不例外。知识产权请求权行使的限制问题，关乎知识产权

制度运行的实效，关乎立法目的的实现，关乎本国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关乎国别竞争中技术壁垒的

突破，因此必须加以重视。请求权行使受限制虽是例外，但每一次对例外的肯认于企业而言都是生死

攸关的大事，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知识产权相较于物权的特殊和重要之处。整理典型案例，解读专

利诉讼中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限制的本土经验，是本文的写作思路与目的。

一、专利权诉讼中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受限的原因

《专利法》未能及时回应专利技术与产品之间关系的变化，无法有效解决“知识产权要挟策略”等

专利制度的异化问题，这是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在立法层面应当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正如一些学

者所言:“当今技术研发已经呈现出复杂化和多元分工特点，一种产品往往为众多分属不同权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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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技术组成，且缺一不可。”①在这种技术变革的背景下，生产者、经营者很难尽知产品技术构成之

上的专利权权属，经常成为无过错侵害人( Innocent Infringer) ，利用专利技术进行商业讹诈就成为一

些人的获利手段，知识产权要挟策略随之出现。② 对于那些技术积累雄厚的大企业而言，技术变革使得

他们可以利用专利技术的法律保护来打击竞争对手，以获得竞争优势。即便是对于那些没有任何恶意

的权利人而言，如果按照他们的意思严格适用停止侵害责任方式，就会出现因为专利产品中一个微不足

道的小部件存在侵权问题而将整个产品驱逐出市场的现象，权利人所得甚少而无过错的生产者、经营者

所失甚多，对整个社会而言是低效率的，“这种情形下颁布的禁令难免产生保护过度的错误成本”。③ 权

利救济制度本来是要实现矫正正义，与此同时，我们也要防止矫枉过正，防止制度的运行背离其创设

时的初衷，专利讹诈④与专利权滥用的防止⑤都是专利权保护中请求权限制的重要理由。
专利产品的技术构成所经历的巨变，是专利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在特定情形下受限制的

根本原因。工业革命时期专利产品的技术构成非常简单，根本不能与现今专利产品相提并论。对于

工业革命时期的专利产品而言，一个产品上基本上只有一两项专利技术，稍加注意便能判断是否构成

侵权。因此，此种情形下严格适用停止侵害没有任何法律与道德上的障碍。反观今日之专利产品，一

个产品之上往往包含成百上千个专利技术，不同权利主体的专利技术叠加在同一产品之上，而使用者

很难尽知，除在明知的情形下可以推定经营者、使用者存在过错，严格适用停止侵害请求权将会严重

阻碍技术创新与企业运营的发展。而且，在技术构成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一两件专利就判令

停止使用，显然会造成双方主体间利益严重失衡，且效率极其低下，违背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和经

济社会发展”⑥的立法目的。专利产品的关键在于技术本身而非原材料、生产工艺等存在质量把控的

环节，授权产品与侵权产品间并不存在质量上的差异。从表面上看，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行使属于

利益平衡的结果，就其本质而言，限制行使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政策的过程和结果。⑦

所谓的公共物品属性是以偏概全的界定，不足以建构和解释规范设计，不是停止侵害请求权应当

受到限制的真实原因。在一些学者看来，知识的非物质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客体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

他性特征，亦即公共物品属性。⑧ 进而，知识产品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责任承担方式上不应不加考

虑地适用停止侵害，以避免公共利益受损害。⑨ 在笔者看来，公共物品属性一说属于大而无用的界

定，因为这一界定并不能对规范设计产生任何指导作用。公共物品属性的界定无法完成精细的划界

任务，请求权行使的限制属于例外情形，公共物品属性的界定则可以推导出普遍情形的结论，我们甚

至可以该界定为前提推导出彻底取消知识产权的结论。归根到底，知识产权属于私权，在权利期限届

满之前知识产品都是私人物品而并非公共物品，保护期限届满之后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物品。
关键用语的模糊性和人类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导致法律解释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容易出现权利

范围过大以至于影响到企业的经营自由，压缩了民众的创新空间，这是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在司法层

面应当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与有清晰四至界限的物不同，知识财产的对象普遍具有非物质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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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层面的边界并不明显。所以，知识产权属于绝对权的一种，但主要表现为禁止效力，禁止效力所

划定的范围比独占效力要大，瑏瑠而不像物权那样禁止效力与独占效力范围几乎完全重合。专利权的保

护范围通过申请书来确定，申请书撰写人表达能力的有限性与表达工具本身的模糊性是客观存在的限

制，客观条件决定了权利申请书常常不能准确、全面地表达申请人的技术构思，等同替换原则的引入就

是为了缓解禁止效力与独占效力间的冲突。但是，专利权的禁止效力越强，保护范围弹性越大，第三人

行为结果法律评价的不确定性就越高、风险就越大，“权利范围的模糊性导致无过错侵权人常常受制于

权利人的要挟策略”。瑏瑡 显然，这种结果根本违背立法者的立法目的与价值取向。作为制度回应，立法者

在单行法以法定许可、强制许可等方式对本权利作出了限制，尝试平衡社会公众、同业竞争者与权利人

间的利益。立法者也应当在单行法中规定对请求权行使的限制，以确保足够的创新空间。
停止侵害请求权适用率畸高，对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会产生重大影响，认定构成侵权即判决停止

侵害的惯性思维导致停止侵害请求权的主张成为一些市场主体寻求超额许可使用费、转让费乃至挤

垮对手的不正当手段，这是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在司法层面应当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二。我国知识

产权诉讼中停止侵害的适用率非常高，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在 2009 年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报告中所

言:“在认定侵权成立的情况下，一般都会判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瑏瑢一些学者甚至用“绝对化”
“当然化”和“自动化”来描述停止侵害请求权的司法适用。瑏瑣 在英美法中，与停止侵害请求权在作用

上较为接近的永久禁令属于损害赔偿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时的替代性措施，适用损害赔偿时大都排除

了永久禁令的适用。大陆法中则不同，停止侵害请求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平行的请求权类型，适

用时并不存在先后顺序，法官支持停止侵害请求权主张时面临的障碍更少。当立法对停止侵害请求

权的行使没有任何限制性规定时，法官在认定构成侵权后的理性选择就是判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害。
停止侵害意味着被控侵权人的产品必须迅速退出市场，被控侵权人的前期生产行为极有可能血本无

归。绝对化的判决结果自然会反向激励一些市场主体以停止侵害请求权的主张为手段，寻求超额许

可使用费、转让费乃至挤垮竞争对手。停止侵害请求权司法适用的现状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对其行

使加以限制。专利权属于绝对权，但绝对权属性的界定旨在突出权利主体特定而义务主体不特定，排

他效力及于一切人，而并不是绝对受保护，更不是停止侵害请求权的主张绝对受支持。正如有学者所

言，“绝对的权利无非是权利的战争”，瑏瑤一味适用停止侵害可能会背离绝对权创设的初衷。瑏瑥 立法与

司法不可能不考虑法律效果，而法律效果又是在不同主体间利益的博弈过程中达成的。

二、基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的司法适用

早在“武汉晶源案”中，我国法院就在判决中以支付使用费的方式取代停止侵害。瑏瑦 最高人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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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在终审判决中认可了一审判决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理由是责令停止行为会直接对当地的社会公

众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瑏瑧 而在“广州白云机场案”中，一审法院在认定侵权的同时，判令被告在适当支

付使用费的前提下继续使用被控侵权产品。瑏瑨 该案二审最终调解结案，被告以支付经济补偿费用为

代价获得继续使用涉案产品的许可。瑏瑩 在这些极具影响的个案的基础上，《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6
条将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限制予以明确。
《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6 条创设了基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考量而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

的例外规定，对于我国知识产权法的整体制度构造和转型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瑐瑠 根据该条规定的

表述，专利诉讼中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限制的理由只能是基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而不包括

私人利益的考量;“支付相应的合理费用”作为限制行使的替代措施，既不是强制许可，也不是纯粹的

损害赔偿。瑐瑡 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属于弹性概念，二者含义的明确对于该条的适用至关重要。国家

利益和公共利益不能界定过宽，只有涉及公众健康、环保以及其他重大社会利益时才能适用本条规

定。瑐瑢 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两种情形: 其一，涉案专利技术本身的实施会对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

“武汉晶源案”即为此例。其二，涉案专利技术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用于事关公共利益的生产、经营

行为，或者公众对包含涉案技术的产品产生巨大依赖，停止使用会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广州

白云机场案”即为此例。瑐瑣 一些学者认为该条中的“公共利益”主要包括公共健康、公序良俗以及社会

福利，既有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利益，也有当事人之间的平等互利。瑐瑤 这种认识，不符合公共利益的语

义逻辑和《专利案件解释( 二) 》的立法本意，公共利益从来都不能包括特定主体间的平等互利，对当

事人间平等互利的保障条款是该解释第 24、25 条而与第 26 条无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只能作严

格解释。
定性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时，被诉侵权主体的性质不产生实质影响，利益所指向的内容本身才是

判断的依据，《专利案件解释( 二) 》本身未对二者的界定提供任何指引。国家机关与国有企业不是国

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代名词，在日常的服务、管理和经营活动中他们也会作为民事主体参与市场交

易，此时代表的就是某一特定机关或企业的利益。私营企业也并非永远都只能代表个体利益，当企业

的运营活动关系到公共健康、环保或者其他重大社会利益时，私营企业也会成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因

此，凡是出于被诉侵权主体的经济利益考虑而主张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适用，均不能适用《专利案

件解释( 二) 》第 26 条，无论该主体的性质是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反过来，如果是基于

公共健康、环保或者其他重大社会利益的考虑而判决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那么主体的性质也

不会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界定产生影响。在昆明市万变窗墙有限责任公司诉普洱市移民开发局

侵犯专利权案中，法院认为移民局的公共服务属性并不能证明被诉侵权专利的使用会损害公共利益，

政府机关的性质并没有带来停止使用会损害公共利益的推论。瑐瑥 前述“白云机场案”之所以能以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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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瑢

瑐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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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2008) 民三终字第 8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珠海市晶艺玻璃工程有限公司诉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机场管理集团公司、深圳市三鑫特种玻璃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专利权侵权纠纷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4) 穗中法民三初字第 581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06) 粤高法民三终字第 391 号民事判决书。
《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6 条规定:“被告构成对专利权的侵犯，权利人请求判令其停止侵权行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基于

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考量，人民法院可以不判令被告停止被诉行为，而判令其支付相应的合理费用。”
关于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与强制许可的区别，参见黄玉烨、鲁甜:《专利停止侵害请求权限制的司法适用———以专利司法解释

( 二) 第 26 条为视角》，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3 期，第 123—124 页。
此处参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2009〕23 号) “14． 严格把握法

律条件，慎用诉前停止侵权措施”中社会公共利益抗辩时法院的考量因素。
参见贾小龙:《知识产权侵权与停止侵害》，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1—152 页。
参见前引瑐瑡黄玉烨、鲁甜文，第 128 页。
参见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4) 昆知民初字第 164 号民事判决书。



使用费的支付代替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不是因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和广东省机场

管理集团公司的国企性质，而是因为停止使用被控侵权技术将会造成大范围人群出行的极大不便;

“武汉晶源案”中华阳电力有限公司的外商独资企业身份也没有妨碍法院判决采用支付使用费的替

代方式，原因在于涉案的烟气脱硫设施关乎环境保护。正如一些学者结合国内外案例所总结的，电力

供应、交通设施、污水处理、卫生健康等具有相同的公共产品属性，设备或技术的使用者虽只有被告一

家，但受益者众多，停止公共产品供应将会引发社会不安而代价过高，瑐瑦此类案件中限制停止侵害请

求权的适用有其正当性。

判决不停止使用时支付给专利权人“相应的合理费用”，应当是通常情形下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数

额，在从未许可使用的情形下可以参考同类专利技术的许可使用费标准确定，均不应低于普通许可情

形下专利使用费的数额。对于“相应的合理费用”确定问题，立法上没有明确说法，学理上亦存在不

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持续使用费的价格应低于普通许可使用费，低出部分视为权利人对公共利益的

让渡。瑐瑧 还有学者则主张替代性补偿金应当数倍于正常许可费，理由是不判令停止侵害实际上剥夺

了权利人对权利的独占使用，强行减损了权利人的市场机会。瑐瑨 笔者认为，合理费用应当是通常情形

下专利许可使用费的数额，既不应当低于普通的许可使用费，也不应当数倍于正常的许可使用费，如

此方才能契合专利产品技术构成日益复杂和公共利益保护的双重考虑。在专利产品技术构成日益复

杂的大背景下，被控侵权人很难预先得知产品所需技术的全部专利信息，故无过错可言，此种情形下

仍然要求给付数倍于正常许可费的合理费用，将会让生产者、经营者无所适从，也违背了出于国家利

益、公共利益而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初衷。如果是以低于普通的许可使用费的方式确定合理

费用，专利权人的利益就受到了实质性的损害，而生产者、经营者借助正常许可使用费与合理费用之

间的差价获得超额利润，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同时还能获得比正常经营者更高的利润。低于普

通许可使用费的持续使用费，会产生鼓励不寻求许可的现实效果，无法起到行为引导的效果。生产

者、经营者从事的是市场经营行为而并非慈善事业，专利技术的许可使用费本来就是他应当付出的成

本，并不是额外加于他的负担，正常的许可使用费不是“过高的继续实施费”，不会产生部分学者所担

忧的有损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结果。瑐瑩 低于正常许可使用费的操作方式彻底扭曲了专利法的运行

机制，背离了专利法的基本价值判断和立法目的———保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合理的使用费是侵

权行为的替代补偿，侵权行为依然成立，只是限制了停止侵害请求权的主张，公共利益的保护不能洗

白侵权行为。如果涉案专利技术从未许可使用过，法官可以参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

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15 条( 原第 21 条) 的内容，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

情节等确定“合理费用”的数额。瑑瑠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永久禁令在美国法中属于衡平法上的救济，适用时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在创

设目的与理念上与大陆法系框架下停止侵害请求权差异非常大，直接将其移植到停止侵害请求权的

适用条件审查中是完全不适当的。禁令程序属于预防性救济而非恢复原状的救济，是在损害赔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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瑐瑦

瑐瑧

瑐瑨

瑐瑩

瑑瑠

参见前引①，第 18—19 页。
参见李玉香、孙浩源:《专利侵权诉讼不判决停止侵权的法律探讨》，载《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年第 2 期，第 154 页。
原文中的表述“其低出的部分就是对权利人公共利益的让渡”应为笔误，权利人并不享有公共利益，按其文章的整体结构和逻辑

关系，此处的真实意思是“其低出的部分就是权利人对公共利益的让渡”。
参见李扬、许清:《知识产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限制》，载《法学家》2012 年第 6 期，第 91—92 页。
参见李军、杨志祥:《专利侵权不停止侵害的替代措施研究》，载《知识产权》2016 年第 10 期，第 41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 15 条( 原第 21 条) 后半段规定，“没有专利许可使用费可以

参照或者专利许可使用费明显不合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依照专利法第六十五

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本条虽是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方法，但对于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受限制时“合理费用”的确定

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能实现完全救济、无法彻底恢复原状的情况下才能启动的，损害赔偿与禁令属于有先后顺序的救济制

度。永久禁令具有极强的向后的法律效力，对于市场主体影响巨大，因此 eBay 案中的“四要素测试

法”( four—factor test) 瑑瑡才能在美国司法实践中被广泛接受。而在大陆法系框架下，损害赔偿请求权

与停止侵害请求权之间是平行的关系，损害赔偿请求权旨在实现被损害对象的经济价值。停止侵害

请求权依附于绝对法益，存在的目的是通过停止正在实施的行为来恢复绝对法益的对世效力，并不当

然具有向后的法律效力，对市场主体影响没有永久禁令那么大，适用条件也更为简单。所以，我国

《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6 条中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考量因素只有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一

些学者主张停止侵害责任具有预防性质:“停止侵权以预防未来发生的侵权行为为目的。”瑑瑢这种观点

将英美法中的禁令与大陆法中的停止侵害请求权杂糅到一起，将停止侵害请求权在客观上可能会起

到的预防效果误读为应当具备的预防功能，无视停止侵害请求权在中国法语境中主要发挥制止正在

实施的侵权行为的制度现实。盲目照搬“四要素测试法”不但不会提高我国的保护水平，相反会混乱

各种请求权的适用逻辑，法益不能得到有效、合理的救济。

三、基于双方利益考量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的司法适用

基于双方利益考量而限制专利权人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情形以法律规定为限，并应当严格适

用。《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4 条第 2 款规定在推荐性标准必要专利未能获得公平、合理、无歧视许

可的情形下，法院可以基于被诉侵权人在协商中无明显过错而不支持专利权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

为的主张。第 25 条规定在支付合理对价的前提下无过错行为人可以继续使用被诉侵权产品，第 26
条中则规定了基于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考量可以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按照反对解释和体系解

释的结果，只能在特殊情形下基于私法主体双方利益考量而判令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在该

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在相关指导意见中表达了类似的态度。瑑瑣 上述意见中之所以

将双方利益考量作为限制请求权行使的因素，是因为停止侵害请求权诉求的绝对支持可能会导致当

事人间较大的利益不平衡，请求权的主张会导致尽了合理注意义务且支付了合理对价的生产者、经营

者遭受着完全不可预期的利益损失，更会被异化为排挤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工具或索取超额许可

使用费的商业讹诈武器。《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4 条第 2 款将基于双方利益考量而限制停止侵害

请求权行使的情形局限在未能就推荐性标准必要专利获得公平、合理、无歧视许可，第 25 条将限制情

形局限在生产者、经营者尽了合理注意义务且支付了合理对价，原因在于此种限制在司法实践中不太

容易把握，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适用是否会导致双方利益严重失衡的判断结果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只能

在现阶段提高适用条件。所以，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先前发布的指导意见和之后制定的司法解释，可以

得出必须严格把控基于双方利益考量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例外情形。
从司法裁判来看，同样也呈现出逐渐收紧判令不停止使用的趋势。在宁波燎原工业股份有限公

司诉江苏华城照明灯具灯杆有限公司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瑑瑤中，法院以涉案产品已投入使用

且主要用于路灯照明，拆除会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损害公共利益为由判令不停止使用。在该案中将路

灯照明归于公共利益明显有些勉强，涉案产品仅仅用于小区照明而并非重大社会利益，拆除造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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瑑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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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Bay 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通过对其《专利法》第 283 条的解释，确立了颁发禁令救济的“四要素测试法”: ( 1 ) 原告已遭

受了不可挽回的损害; ( 2) 普通法上的救济，如金钱赔钱，不足以赔偿该损害; ( 3 ) 考虑到原被告损益情况的利益平衡，允许衡平

法救济; ( 4) 公共利益不会因永久禁令而受损。See eBay Inc． v． MercExchange，L． L． C． ，547 U． S． 388( 2006) ．
和育东:《专利法上的停止侵权救济探析》，载《知识产权》2008 年第 6 期，第 73 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权利人长期放任侵权、怠于维权，在其请求

停止侵害时，倘若责令停止有关行为会在当事人之间造成较大的利益不平衡，可以审慎地考虑不再责令停止行为，但不影响依法

给予合理的赔偿。”
参见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9) 镇民三初字第 64 号民事判决书。



资源浪费的说法更是突出了本案利益考量的本质———基于双方间利益失衡。从本案可以看出，公共

利益保护说之下会夹带对私益的考量，甚至会出现以公共利益保护之名行私益救济之实。该案之后，

有部分法院仍然坚持较宽范围的公共利益认定，瑑瑥也有部分法院在判令不停止使用问题上态度更为

谨慎。瑑瑦《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4—26 条的“三分法”则为上述争议划上了句号，“公共利益”应严

格解释，基于双方利益平衡而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应严格审查。

按照《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4 条第 2 款规定的所谓“标准必要专利”( Standard—Essential Pa-
tents) ，是指实施某项标准必不可少的专利。专利技术纳入标准后将会赋予专利权人巨大的市场控制

力，引发专利挟持和专利许可费叠加的现象。瑑瑧 为有效应对这一问题，标准化组织( Standard—setting
Organization) 多年来努力推行“公平、合理、无歧视”( Fair，Ｒeasonable，and Non—discriminatory，以下

简称 FＲAND) 的专利许可政策。标准必要专利是特定领域内生产者、经营者所必需的基础技术，标准

必要专利权人借助标准的制定获得决定某一产品能否进入市场的垄断地位，制定标准的目的是为了

推广标准的应用，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必须履行 FＲAND 许可义务也应服务于这一目的的实现，这就是

FＲAND 许可义务的正当性基础。因此，相比于普通专利技术，标准必要专利以专利技术的应用为优

位的价值选择，停止侵害请求权的适用更为严格。《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4 条对标准必要专利的

FＲAND 许可作了规定，其中第 2 款针对违反 FＲAND 许可使用的行为限制了专利权人停止侵害请求

权的行使。瑑瑨 根据该条规定，只有同时符合被诉侵权人与专利权人有过协商，被诉侵权人在协商中无

明显过错，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的要求，法院才能在判决中不支持专利权

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有观点认为: “对未经许可使用标准必要专利的标准实施者判处

‘停止侵害’责任，相当于排除了其对标准的适用，与标准制定的目的背道而驰。”瑑瑩此种看法存在明显

的纰漏: 对于那些经过协商后因专利权人故意违反 FＲAND 许可义务导致专利实施许可合同无法达

成的人而言，判处停止侵害责任将违背标准制定的目的; 对于那些根本没有经过协商而直接实施标准

必要专利的人而言，他们没有通过 FＲAND 去寻求许可使用，无视 FＲAND 在标准推行中的基石地位，

判决他们承担“停止侵害”的责任符合 FＲAND 的初衷，也与第 24 条第 1 款的规定相一致。瑒瑠

按照《专利法》第 70 条和《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5 条的规定，只有在出于生产经营目的的使用

者在举证证明合法来源和已经支付合理对价的特定情形中，专利权人的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才会

受到限制。《专利法》第 70 条规定无过错情形下使用、许诺销售、销售侵犯专利权产品在能证明合法

来源情况下免于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这是对技术创新自由与企业运营安全的重要保障措施。《专利

案件解释( 二) 》则更进一步地将“被诉侵权产品的使用者举证证明其已经支付该产品的合理对价”瑒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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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济南建工总承包集团有限公司与山东天齐置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上诉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2010 )

鲁民三终字第 52 号民事判决书; 北京英特莱摩根公司诉北京金刚公司、凯丹公司侵犯发明专利权纠纷案，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2) 成民初字第 10 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瑐瑡黄玉烨、鲁甜文，第 125 页。
参见张吉豫:《标准必要专利“合理无歧视”许可费计算的原则与方法———美国“Microsoft Corp． v． Motorola Inc．”案的启示》，载

《知识产权》2013 年第 8 期，第 27 页。
《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4 条第 2 款规定:“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专利权人、被诉侵权人协

商该专利的实施许可条件时，专利权人故意违反其在标准制定中承诺的公平、合理、无歧视的许可义务，导致无法达成专利实施

许可合同，且被诉许可人在协商中无明显过错的，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标准实施行为的主张，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罗娇:《论标准必要专利诉讼的“公平、合理、无歧视”许可———内涵、费率与适用》，载《法学家》2015 年第 3 期，第 94 页。
《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4 条第 1 款规定:“推荐性国家、行业或者地方标准明示所涉必要专利的信息，被诉侵权人以实施该标

准无需专利权人许可为由抗辩不侵犯该专利权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
《专利案件解释( 二) 》第 25 条第 1 款规定:“为生产经营目的使用、许诺销售或者销售不知道是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而制造并售出

的专利侵权产品，且举证证明该产品合法来源的，对于权利人请求停止上述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行为的主张，人民法院应予支

持，但被诉侵权产品的使用者举证证明其已支付该产品的合理对价的除外。”



作了例外规定，构成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限制条件。因此，只有在使用人举证证明合法来源且支付

合理对价的情况下，法院才能判决可以继续使用，同时也不需要支付“相应的合理费用”。规定侵权

产品的使用人在此种情形下可以主张合法来源抗辩并在支付对价的前提下可以继续使用的立法理

由，是为了避免使用者支付双份对价。瑒瑢 对于那些出于生产经营目的而销售或许诺销售侵权产品的，

即便举证证明合法来源和已经支付合理对价，专利权人依然可以要求其停止销售或许诺销售行为，只

是不能再追究他们的损害赔偿责任。第 25 条中的合理对价是指“与专利产品基本相当或略低于专

利产品的交易价格或交易条件”。瑒瑣 最高人民法院在处理因双方利益失衡而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行

使上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四、结 语

以往的研究对专利诉讼中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限制问题少有关注，这种研究思路容易引致错

误的理论导向，矫枉过正与保护不力同样属于误区。瑒瑤 在侵害行为成立的前提下，停止侵害请求权的

诉讼请求受到支持属于常态，行使受限才是例外。需要注意的是，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受限的实质是

以损害赔偿的方式替代停止侵害责任的适用，侵害人还要支付相应的合理费用，而不是放任侵权行为

的存在，所谓的“侵权不停止”的说法是不符合基本法理逻辑的。我国《专利案件解释( 二) 》中规定

了基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双方利益考量而限制停止侵害请求权行使的特定情形，其内容需要明确

和补充，应对停止侵害请求权的行使限制本身作出严格限定，实现产业链中各方主体的利益平衡与产

业链的健康发展。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Ｒestriction on Suspension of
Infringement of Claim Ｒight in Patent Litigation

SUN Shan

Abstract: Previous researches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limitation of suspension of infringement claims
in patent litigation and this kind of research method tends to form the wrong theoretical orientation． Overcor-
rection and inadequate protection are both errors． There are legislative and judicial reasons for the limitation
of the right for suspension of infringement claims． At present，China only provides the restriction of claim
for suspension of infringement in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while the specific content is still to be clarified
and supplemented． In judicial application，the elastic concepts of“national interest and public interest”
should be strictly defined，and the determination criteria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interest ori-
entation rather than the nature of the accused tort subject． It is also strictly applicable to situations where
the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suspension of infringement is restricted based on the interests of both parties．

Key words: patent litigation suspension of infringement public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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